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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会国家的边缘人问题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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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籍劳工尤其是女性劳工、无国籍者等边缘群体问题,是在

海合会国家独特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 经济待遇差异化、

社会阶层固化和主流文化语境的排斥,构成了边缘人问题产生的社会

情境。 边缘人问题导致海合会国家社会出现身份认同问题、社会稳定

问题、就业竞争以及经济“失血”等问题,甚至可能引起外交冲突。 新冠

肺炎疫情的蔓延及扩散再次将边缘人群体置于险境,给海湾地区社会

埋下了诸多隐患。 为此,海合会国家已通过控制边缘人数量、推行劳动

力本土化政策以及改善边缘人工作环境等举措,对相关问题进行治理。

边缘人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多重参与,只有将边缘人问

题的治理纳入科学、人性的双重轨道,才能实现海湾多元社会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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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合会国家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了当下社会高度分化、人
口构成复杂的局面,在主流社会之外存在不同类型的边缘群体。 这些边缘群体

为当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被视为对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

域构成潜在挑战。 弱势边缘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和呼声此起彼伏,在文

学、媒体的介入下,边缘人问题逐渐走进公共视野,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 新冠

疫情的暴发在冲击海合会国家经济的同时,使得当地边缘群体问题再次受到外

界关注。 疫情的蔓延及扩散将边缘人群体置于险境,给海湾地区社会埋下了诸

多隐患。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提出了“边缘人”概念,他指出边

缘人具有“不稳定、自我意识增强、躁动、心神不安” ①等典型的人格特征。 帕克

认为“移民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一个个体无论是否混血,都发现自己处于两种不

同文化群体之间奋力求生。 这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具有独特行为模式的人格,
即‘边缘人’(marginal

 

man)” ②。 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Everett
 

Stonequist)对

边缘人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边缘性“在某些教派、社会阶级或社团那里同样表

现明显” ③,并提出“有文化转变和冲突的地方就有边缘人格” ④。 斯通奎斯特还

对边缘情境进行了区分,即能够引发边缘人身上的边缘性的社会情境。
尽管边缘人研究逐渐拓展至社会、经济、政治、文学、教育、宗教等不同领域,

但相关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对概念的界定还存在模糊性和笼统性,导致学界对边

缘人问题的研究后续分化出“关注外在结构性排斥的边缘情境取向”和“偏重内

在能动性的心理边缘取向”两种不同研究路径。⑤

学界对海合会国家外籍劳工尤其是女性外籍劳工,以及无国籍者等边缘群

体的研究日益丰富,联合国难民署、世界银行集团、海合会国家统计中心等国

际和地区组织也经常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和数据,但基于边缘人理论对边缘群

体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 心理边缘取向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边缘人格或心理

特征,但海合会社会中不同弱势群体的成因、人口构成、生存现状等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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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在心理层面边缘化现象的考察需注重各类型群体之间的差别。 从共性

特征来看,海合会独特的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使这些边缘群体均处于海合会

构架的社会框架内,边缘人属于被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凸显出边缘化形成的

社会情境。 因此,本文以边缘社会情境为切入点对海合会社会的边缘人进行

分析。

一、 海合会国家社会边缘群体的形成

海合会国家的人口构成和社会阶层分布情况较为复杂。 从人口构成的角度

看,海合会国家存在边缘人口数量远超主流社会人群的现象。 边缘人群体面临

个人权利受压制、经济利益被剥削、心理承受巨大压力等现实。 从社会阶层分布

的角度看,底层外籍劳工和无国籍者是海合会国家两大边缘人群体。 受海合会

国家经济转型导致的就业竞争加剧、新冠疫情暴发后海湾经济停滞等因素的影

响,边缘人群体近年来的失业率持续上升。

图 1　 海合会国家边缘社会的构成

石油经济繁荣改变了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格局,在石油工业的带动下,20 世

纪 70 年代海湾国家进入了大规模引进外来劳动力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当地劳动力缺口。 目前居住在海合会国家的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印度、巴基

斯坦等南亚国家,以及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部分来自非洲国家。 在除沙

特外的海合会成员国,外籍人口数量已超过本地人口数量(见表 1),且人口增长

率远超本地人口。 从就业人口的角度看,本地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总体

不高(见图 2)。 在海湾地区,外籍劳工大多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本地人不愿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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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欠体面”的行业①。 受当地政策、劳工制度、劳工合同等约束,外籍劳工无

法享受与当地公民同等的权利,工作缺乏基本保障,实际上沦为海湾社会底层的

边缘人群。
表 1　 海合会国家公民与非公民人口数据

国家 总人口 公民人口数 非公民人口数 公民人口占比 非公民人口占比

巴林 1,501,116 677,506 823,610 45. 1% 54. 9%

科威特 4,640,415 1,398,952 3,241,463 30. 1%∗∗ 69. 8%∗∗

阿曼 4,656,133 2,606,585 2,049,548 56. 0% 44. 0%

卡塔尔 2,743,932 348,479 2,395,453 12. 7% 87. 3%

沙特 33,413,660 20,768,627 12,645,033 62. 2% 37. 8%

阿联酋 9,121,176 1,153,576 7,967,600 12. 6% 87. 4%

总计∗ 56,076,432 26,953,725 29,122,707 48. 1% 51. 9%

注: ∗
 

六个海合会成员国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分别为:巴林(2017 年年中)、科威特(2018 年 11
月)、阿曼(2018 年 11 月)、卡塔尔(2018 年 10 月底)、沙特(2018 年年中)、阿联酋(2016 年底)。
∗∗

 

该组原始数据因四舍五入,其之和不等于 100%。
资料来源:“GCC:

 

Total
 

Population
 

and
 

Percentage
 

of
 

Nationals
 

and
 

Non-nationals
 

in
 

GCC
 

Countries
 

( National
 

Statistics,
 

2017 - 2018 )
 

( with
 

Numbers ),”
 

Gulf
 

Labour
 

Markets,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https: / / gulfmigration.org / gcc-total-population-and-percentage-of-nationals-and-non-nation-
als-in-gcc-countries-national-statistics-2017-2018-with-numbers / ,上网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图 2　 2015 年海合会国家就业人口中公民与外籍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 “ Percentage
 

of
 

Nationals
 

and
 

Non-Nationals
 

in
 

GCC
 

Countries􀆳
 

Employed
 

Populations
 

( 2015),”
 

Gulf
 

Labour
 

Markets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https: / / gulfmigration. org / media / graphs /
GLMM%20-%20Website%20-%20GCC%20Graph%206%20-%2008%20Nov%202013. pdf,上网时

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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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以“ 3D” 行业来形容外籍劳工涉足的主要行业,指代英文单词 “ dirty” (脏)、
“difficult”(累)和“dangerous”(险)的首字母,即脏、累和危险行业,如采油工、清洁工、搬运工、建
筑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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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父权制传统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妇女在海合会国家的发展长期面临重重

障碍,外籍劳工中数量庞大的女性劳工群体更是受到性别和国籍的双重歧视与

制约。 工资低廉且技术熟练的外籍女佣满足了当地家庭的日常需要,成为海湾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该群体面临的生存环境堪忧,除遭受一般意义

上外籍劳工所受的不公待遇外,外籍女佣经常被雇主严苛对待,受责受虐。 女佣

被暴力对待甚至遭杀害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2018 年 2 月,一名在科威特工作的

菲律宾女佣的尸体在一所公寓中被发现;①同年 4 月,一名在沙特工作的孟加拉

女佣被雇主残酷折磨,伤势严重;②2019 年 6 月,科威特再次发生一起菲佣死亡的

事件。③

除外籍劳工外,海合会国家还存在大量无国籍者。 无国籍者的祖辈在海合

会国家尚未独立前就已生活在当地,但由于国籍法修订、国家领土范围不确定、
游牧部落对“国家”和“公民”等概念缺少认知或缺失身份证明等原因,在之后的

人口普查中没有被登记,因而丧失了国籍。 该群体的后代大多出生于当地,但不

被承认为合法公民,他们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也不能得到结婚证、驾照、出
生和死亡证明等社会证件。 海合会国家官方至今未发布无国籍者的人口统计数

据,相关研究数据大多来源于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 根据 2015 年数据,科威特、
沙特和卡塔尔境内无国籍者人数分别达 9. 3 万、7 万和 1,200 人。④ 海合会国家

内部还存在大量以色列建国后移民至海湾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来自缅甸的罗

兴亚难民,这些难民均属于无国籍者群体。
边缘性是一个颇具相对意义的概念,居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参照

对象的选择。 因参照对象不同,某种情境的“中心”人群可能成为另一标准下的

“边缘”人群。 数量庞大的外籍劳工引起就业竞争,再加上本地劳动力个人就业

能力和就业偏好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脱节,当地阿拉伯人中适龄就业人口失业

率高企。 2020 年,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沙特四国 15 岁至 24 岁青年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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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 7. 2%、11. 6%、15. 7%和 29. 6%。① 这使得海合会本地社会内部也产生了

“边缘”与“中心”的区隔,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当代青年在就业市场面临被边缘化

的风险。 海合会国家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本就处于依附地位,而过度依赖石

油的经济结构和大量涌入的外籍劳工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女性社会地位的相对边

缘化。

二、 海合会国家社会边缘情境的表现及根源

石油财富的积累加速了海合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加剧了外来人口的涌

入,他们在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给当地社会治理埋下了隐患。 海

合会国家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排斥现象,决定了该地区似难以承受愈加饱和

的外来人口,边缘人问题的悬而未决凸显了当地社会的边缘情境。
(一) 海合会社会的边缘情境

斯通奎斯特认为,在由不同种族构成或者拥有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中,当一

个群体的成员试图自我调整去适应另一个更具威信和权力的群体时,就会产生

对比、紧张感和冲突,这就构成了边缘情境的本质。② 海合会国家的边缘群体为

了生存和融入当地社会,显然需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做出妥协,在经济、社会

和文化三大领域均面临边缘情境。
首先,经济待遇差异化。 根据拉文斯坦移民法则(E.

 

Ravenstein􀆳s
 

Laws
 

of
 

Migration),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

用的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海合会国家将石油资源国有化,依靠得天独厚

的资源条件开启了经济现代化之路。 靠能源收入积攒的巨额财富成为吸引外部

人口向其流动的拉力,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推动更多劳工

赴海合会国家“寻梦”。
沙特第三任石油大臣希沙姆·纳扎尔(Hisham

 

Nazer) 曾坦言:“当时我们

(沙特)每三天就建两所学校,还得建七所大学,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一堆事情。
问题在于我们是引进外籍劳工,还是等培训好自己的劳工后再做这些项目?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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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觉得,引进外劳是个不错的决定。” ①雇佣廉价外国劳力成为当地政府的首

选,大多外籍劳工从事建筑、采油等高体力消耗的行业,或家政等依附性很强的

服务业,只有极小部分是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 高度依赖外劳加速了当地社会

的分化,占据劳动资料的海合会国家本地公民在高福利的部门任职,能够享受持

续稳定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②使社会底层外籍劳工承受

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他们在海合会国家的收入又远高于自己国家的收入,因此愿

意妥协。 此外,受学历、工作技能等限制,大部分外籍劳工通常只能选择环境艰

苦的工种,所获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还要用于偿还为出国工作支付的中介费用。
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边缘情境:外籍劳工不断通过劳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却无法分享应有的发展成果。 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封闭的社会反

倒使该群体成为被歧视或遗忘的边缘群体。
其次,社会阶层固化。 社会边缘群体“被长期置于庞大的等级秩序中” ③。

海合会国家边缘人群体的社会阶层基本固化。 历史上,阿拉伯半岛各大部落势

力在冲突和领土割据中崛起,“逐步在其相应栖身地确立了权威地位,并开启创

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程” ④。 海湾阿拉伯社会在部落势力的统治下,历经数代人

的建设逐渐走向富足。 “以君主制为主体的产油国,其传统的政治基础是家族政

治,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教俗贵族、农牧民(尤其是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部落)、与统

治集团属同一教派的信众和商人。” ⑤在经历社会结构变迁的海合会国家,深厚的

部落情结和家族政治传统仍占据支配性地位。 家族仍是当地社会结构的重要单

元,家族荣辱观是首要价值取向,“家长”在家族中拥有绝对权威和话语权。
由血缘和部族紧密联系的社会结构高度排斥不属于本集团的异质成分,外

来者难以渗透进其中。 就一般意义上的外籍劳工群体而言,其阶级属性是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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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丧失了生产资料、
 

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 ①。

在海合会国家,作为边缘人的外籍劳工受到严苛约束和不公对待。 海合会国家

的“担保人制度”( kafala
 

system)规定,外籍劳工须在当地雇主的担保下方可就

业,雇主对劳工拥有完全控制权,有权驱逐劳工;外籍劳工在没有雇主允许的情

况下,不得擅自辞职、换工作或离开工作所在国。 这种制度在雇主和劳工之间劈

开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尤其是家政服务者,虽和雇主家庭共同生活、密切接

触,但明显的阶层划分阻碍了两者间的深入交流。 劳工常被视为工作机器,需超

时超额工作,如前文所举案例,女佣遭受雇主精神甚至肉体虐待的事件屡见不

鲜。 劳工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这从根本上切断了他们跨越阶层的可能性,其依附

性远超自主性。 “边缘人绝不愿意轻易同过去和传统决裂,即使他被允许这么

做,种族偏见使他在努力寻求一席之地的新社会中也很难被接受。” ②

对于海合会国家的无国籍者群体而言,他们虽长着跟当地人一样的面孔,也

在当地出生和成长,但却是遭挤压至社会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群体”。 无国籍者

不存在于任何文件记录中,没有合法身份和国家保护,无法享受与当地公民同等

的福利待遇,缺乏接受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的权利。 大部分无国籍者在当地延

续了数代人,科威特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无国籍者曾在 1991 年加入军队为国效

力,帮助科威特政府抗击伊拉克入侵。 但是,科威特政府和主流社会对无国籍者

问题的漠视,加剧了该群体的边缘状态。 科威特主流社会常以高高在上的态度

俯视无国籍者,为后者打上“不文明的”、“未受教育的”、“衣着寒酸的”等标签。③

对无国籍者长期的偏狭观念从侧面反映出海合会国家社会精英阶层依然有着以

自我为中心的阶级固化思想倾向。

最后,主流文化语境排斥。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在推动海合会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他者”文化。 当地公民对外来文化的认知在很大程度

上仍停留于刻板印象,囿于狭隘的部落主义和国家主义观念,怀揣着盲目的文化

优越感,加之大部分外籍劳工经济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当地公民对底层的

外籍劳工抱有排斥心理,他们带来的“他者”文化自然也就遭到海合会社会的轻

视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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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亚伦·安东诺夫斯基(Aaron
 

Antonovsky)认为边缘性涉及一

种社会情境,当两种文化持续接触时,处于非边缘的一方在权力和潜在回报上处

于主导地位,边缘群体被可能得到的回报推动,去完成非边缘文化所设定的目

标,当一方表现出歧视,而另一方因背叛感而承受压力时,双方交往的障碍就会

增强。① 这些特点在海合会国家社会亦有表现。 当地现代化的生活环境、充足的

工作机会和高薪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外籍劳工极具吸引力,但外来文化与当

地固有文化间的鸿沟因人口结构失衡、社会包容度缺乏而被放大。 法国学者菲

利普·法尔格(Philippe
 

Fargues)曾将海合会国家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关系进程

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籍劳工移民将石油财富转化为本地公民的优裕

生活;第二阶段是外籍劳工为后石油时代经济奠定基础;在第三阶段,本地公民

将外籍劳工视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以及建设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社

会的障碍。② 因此,尽管外籍劳工群体曾经且仍在大力参与海合会国家建设,海
合会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难以摆脱对这一群体的依赖,但当地主流文

化语境始终不愿接纳他们身上承载的“他者”文化,甚至将其视为冲击本土文化

正统性的挑战,这种心理本能地激发了自身的排斥反应,树立起文化危机感并提

升至“文化安全”的高度。 这无疑让难以攻破的文化壁垒更加坚实,将处于底层

的弱势群体进一步推向边缘。
“如果说少数族强调的是在数量上的相对弱势,那么外部者则意味着该来者

在生活空间上的异质。” ③在海合会国家,这些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群体在数量上

显然不处于弱势,但这不代表他们是被接受和被认可的社会成员,由于无法获得

公民身份和相应权利,即使长期生活在当地,也难以像西方移民国家的移民那样

有机会参与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对外籍劳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追求在于

获得工作机会和报酬,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多浮于表面,要么主动臣服,要么保持

距离。 但是,即便只能在社会边缘活动,他们也多不情愿回到自己国家过入不敷

出的生活。
(二) 新冠疫情加剧海合会国家社会边缘情境

边缘群体通常是易受伤害的脆弱群体,社会资本缺失使他们暴露于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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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处于孤立状态。 新冠疫情的暴发在使边缘群体在饱受偏见和歧视的同时,直
接冲击了该群体的工作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恐慌。

海合会国家内部许多无国籍者的生活状况与难民无异,但仍有一小部分克

服障碍,设法完成教育和取得工作资格。 疫情期间,科威特一些无国籍者医生和

护士志愿者奋战在抗疫一线,这使得边缘群体再度进入人们视野,社会上出现了

呼吁当局允许他们加入国籍的声音,此前无国籍者的国家认同和忠诚度曾长期

遭受质疑。 与此同时,疫情加剧了缺少医疗保障的无国籍者群体的感染风险,科
威特最初确诊的几名新冠患者中就有无国籍者。 部分无国籍者因缺乏身份记

录,无法通过网络注册的方式取得购买必需品的许可。①

保持社交距离和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是各国疫情防控的主要手段,但对低收

入的外籍劳工群体来说,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们难以实施最基本的防疫措施。
外籍劳工大多居住在人员密集的集体宿舍,甚至是临时搭建的营地,很难保持社

交距离。 此类居住环境通风差、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为病毒的滋

生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居住人员暴露于极高的感染风险中,一旦有人感染新

冠肺炎,便可能暴发聚集性疫情。
疫情期间,地区国家实行经济紧缩政策,许多家庭被迫重新规划资金预算,

居住在雇主家的外籍女佣面临失业风险。 还有女佣同时服务多个家庭,工作性

质使得该群体流动性极大,成为感染的高风险人群,此类工作在大部分海合会国

家本不合法,疫情更使得外籍女佣成为当局严格重点监管对象,处境十分艰难。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海合会国家的多个行业,餐饮、旅游、建筑、交通等高度

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陷入停滞,受影响行业遂开始大规模裁员。 2020 年 5 月,
科威特航空宣布将裁员 1,500 人,但裁员对象不包括海合会国家公民及其家

属。② 疫情充分暴露了外籍劳工的脆弱性,他们在不公的等级秩序中成为无人接

管甚至备受剥削的一方。 许多外籍劳工因政府限航而滞留工作所在国,因雇主

停业或大幅裁员而失去收入来源,为日常食宿开支发愁。 阿联酋曾出现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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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耗尽、无家可归只能睡在公园的情况。① 海合会国家试图遣返部分外籍劳

工,但其原籍国无力支付大批侨民归国费用,这批劳工只能滞留当地,许多人冒

着感染病毒的风险外出打零工谋生。 疫情暴发以来,海合会国家已多次发生外

籍劳工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疫情进一步恶化了主流文化对边缘群体的排斥,外籍劳工“不讲卫生”“没文

化”“素质低”的刻板印象早已深入人心,时常被与疾病传播联系在一起。 疫情期

间,海合会国家外籍劳工除承受失业压力外,还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高风险,本
人及家庭都将受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如果说此前海合会国家边缘群体的

边缘性更多体现在社会结构和分工方面,那么疫情期间加速恶化的边缘情境则

是从地理空间层面直接区隔“中心”与“边缘”,边缘人本就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资

源被进一步剥夺。

三、 边缘人对海合会社会的影响

人口结构多元化被视为海合会国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处于边缘情境中的

群体并不一定都会发展出焦虑和适应不良等典型边缘人格,②但边缘群体人口远

超主流社会人口的现实,以及身份认同、个人权利、就业机会、侨汇收入和公共卫

生等问题,使得海合会国家政府、决策者和本国公民难以忽视边缘人这一异质群

体的存在。

(一) 身份认同问题

长期以来,海合会国家通过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来解决现代化发展的面临人

口不足、劳动力匮乏等天然劣势。 外劳引入原本只是海合会国家发展初期的短

期制度安排,长期计划则是鼓励国民生育、投资教育、职业培训等。 外籍人口的

迅速增长冲击了本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他者”文化的渗入和对本土

传统文化的威胁使本国公民产生了在自己国家被“异化”的感觉,跟生活在他们

中间数量庞大的外籍劳工相比,本国公民反而更像是“少数群体”。③ “外籍劳工

·76·

①

②
③

 

《没工作、没住所,数千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迪拜街头摩天大楼下》 (阿拉伯文),半岛电

视台网站,2020 年 10 月 12 日,https: / / bit. ly / 36JEZCB,上网时间:2021 年 2 月 1 日。

 

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p.
 

893.

 

Mohammed
 

Dito,
 

“Labor
 

Migration
 

in
 

the
 

GCC
 

Countries:
 

Some
 

Reflections
 

on
 

a
 

Chronic
 

Dilemma,”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2,
 

2010,
 

https: / / www.mei.edu / publications / labor-migra-
tion-gcc-countries-some-reflections-chronic-dilemna,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和海湾社会本地公民的社会交流虽然有限,但这并未阻止外来文化对海湾社会

价值观产生影响。” ①外籍人口的快速涌入可能会极大改变本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认同。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些在海合会国家从事教育工作的外国人难以向本

土学生传递当地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思想价值观念。 文化归属感日益模糊的问

题已引起海湾教育界和政府的担忧,外籍劳工引发的文化威胁甚至被认为远超

西方文化。② 时任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不平衡会造成严

重后果,威胁社会稳定和子孙后代的前途。” ③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能影响不同人群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因此

语言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至关重要。 海湾社会对外籍劳工没有语言方面的硬性要

求,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代替阿拉伯语成为不同群体间的交际语言。 在家庭内部,
人数众多的外籍保姆或女佣习惯使用母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学龄前儿

童的阿拉伯语学习。 卡塔尔等国因此出台相应法律,以保护阿拉伯语的地位。
(二) 社会稳定和双边关系问题

为争取自身权利,海湾社会中的边缘人有时会举行抗议活动,无国籍者因无

力改变生活困境而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2015 年 4 月,一名印

度建筑工人在阿联酋工作时坠楼身亡,引发其他劳工示威游行,导致 17 辆汽车

被烧毁,一幢办公楼遭纵火。④ 2020 年 6 月,一名科威特无国籍者学生试图自杀,
引发社交媒体和现实社会对无国籍者群体遭受不公待遇的强烈抗议。⑤ 同时,海
合会国家公民也多次发起针对外籍劳工的抗议活动。 2018 年 1 月,阿曼首都马

斯喀特上百名本国青年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限制雇佣外籍劳工,以为本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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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腾出更多工作机会。① 上述事件并非个例,海湾社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外籍

劳工受虐受害、外籍劳工致使本国公民失业以及无国籍者问题开展讨论。 边缘

人群体问题易激化不同族群的对立情绪,引发各方不满甚至外化为激进行为,继

而影响社会稳定。
边缘人问题的发酵甚至会影响劳工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关系。 2018 年 1

月,一名菲佣在科威特受虐身亡引发两国关系紧张,菲律宾强烈谴责科威特,表

示将禁止民众前往科威特务工。 之后,科威特政府因菲律宾协助菲佣逃离科国,

指责菲干涉其主权,驱逐菲律宾驻科大使并召回本国驻菲大使。 边缘人的人权

问题时常被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政治化”,成为干预海合会国家事务的工具。

在卡塔尔建设世界杯体育场馆过程中,曾发生上千名外籍工人死亡的事件,招致

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批评。 科威特久拖不决的无国籍者问题也时常招致他国

谴责甚至第三方介入。 2019 年 7 月,美国驻科威特使馆派代表出席当地一名自

杀身亡的无国籍者葬礼,引起科政府强烈不满,称其为“外交失误”。②

(三) 就业竞争问题

海合会国家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 除阿联酋外的其他五个海合会国家

15~50 岁人口占比达 78. 3%,60 岁以上人口仅占 2. 2%。③ 当地私企市场几乎被

廉价外籍劳动力占据,国有部门没有充足的职位提供给本国公民就业,导致海合

会国家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政府对本国青年教育培训的投

入得不到回报。
为增加本国劳动力在私企的就业比例,海合会各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陆

续推行以减少外籍劳工数量为主要手段的劳动力本土化政策。 但因劳动力市场

提供的大多都是低薪、低技术要求的底层职位,与本地公民要求体面高薪职位的

就业偏好存在较大差距,且雇主在决定外籍劳工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拥有更多话

语权。 这一现实导致外来人口继续增长,劳动力本土化政策效果不彰,需经过长

期的市场环境调整和对本国劳动力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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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济“失血”问题

侨汇收入是部分中东国家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海合会国家是重要的侨汇汇

出国。 在海合会国家,外籍劳工无法真正移民入籍,最终仍要返回原籍国,因此该

群体更愿意将收入定期汇给家人,而不是在当地消费。 大量外籍人口决定了海合

会国家侨汇流出量庞大,其 GDP 占比较其他侨汇汇出国要高出许多(见表 2)。

表 2　 2019 年海合会国家侨汇情况(单位:亿美元)

国家 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 卡塔尔 巴林 阿曼

侨汇金额 450 303 147 118 29 92

占本国 GDP 比重 10. 7% 3. 8% 10. 9% 6. 4% 7. 5% 12%

资料来源: Haider
 

al
 

Lawati,
 

“ Trends
 

in
 

Expatriate
 

Remittances
 

in
 

GCC,”
 

The
 

World
 

News,
 

September
 

23,
 

2020,
 

https: / / theworldnews. net / om-news / trends-in-expatriate-remittances-in-gcc, 上

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8 日。

侨汇流出对海合会国家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 一方面,大数额侨汇流出影

响地区经济活力。 外籍劳工参与生产所得大量流失,导致海合会国家无法利用

这笔资金进行再投资。 沙特是全球第二大侨汇汇出国,从 2004 年至 2014 年的数

据来看,沙特侨汇流出每增长 1%,该国 GDP 增长率就下降 0. 139%。① 另一方

面,大量侨汇流出造成经济“失血”,影响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
海合会国家本土货币与美元挂钩,侨汇流出时,汇款者倾向于将当地货币换成美

元,这就要求当地银行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给决策者造成了不小压力。 2016 年

12 月,沙特协商会议审议了一项征收侨汇税的法案,旨在向沙特境内的外籍劳工

根据其在沙居留时间征收 2%~6%不等的侨汇税;阿联酋、巴林等国亦有意对外

籍劳工征收侨汇税。②

(五) 公共卫生问题

海合会国家移民人口占比高,为避免外来人口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危及本国

公民,政府十分重视公共卫生问题。 外籍劳工在入境前必须接受一系列健康检

查(主要针对传染性疾病),检查结果将决定他们是否会被对象国接纳。 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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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良好成为他们保留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 海合会国家的外籍劳工主要来自第

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一旦因健康问题遭遣返,其生活将受到严重打击。 为避免被

遣返至原籍国,许多外籍劳工在工作期间生病不及时就医、甚至隐瞒不良健康状

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当地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了潜在威胁。
新冠疫情暴发前,外籍劳工在获取医疗资源方面面临诸多障碍。 许多外籍

劳工没有医疗保险,甚至无法获得公立医院的医疗卡。 雇主则以盈利为导向,忽
视雇员的医疗保障,而外籍劳工本身又因语言和文化隔阂,对当地医疗系统缺乏

了解,体检和看病成了重要难题。 边缘情境引发的心理障碍加剧了该群体的健

康风险,他们担心患病后会受到驱逐,害怕疾病带来的耻辱感和来自社会的歧

视。 许多外籍劳工缺乏必要医学健康指导,健康风险意识极度匮乏。
社会制度和边缘心理因素形成的双重障碍对公共卫生治理造成诸多负面影

响,情况严重时甚至有爆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届时,边缘人群体将成为最先

受到冲击的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边缘人群体缺乏疫情防护所需的医疗

物资和条件,缺乏相应机构和组织的帮助和指导。 这严重影响了其所在社区乃

至整个社会,使当地政府为防控疫情所采取的公共措施效果大打折扣。

四、 海合会国家对边缘人问题的治理

为改变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近年来海合会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多元化

战略和大规模社会改革。 在治理边缘人问题方面,海合会国家采取了控制边缘

人数量、推行劳动力本土化政策、改善边缘人工作条件等举措。
第一,控制边缘人数量。 长期以来,海合会国家都面临外籍人口过多的结构

失衡问题,大量外籍劳工的涌入使得海合会国家开始探寻在集体层面对边缘人

问题开展协同治理。 海合会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曾提交议案,计划控制

外籍劳工的输入,共同应对移民问题。① 此前海合会国家制定的劳工引入政策主

要目的是满足国家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如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籍劳工

反而成为阻碍海湾社会发展的因素。 因此,近年来海合会成员国调整劳工政策,
计划减少非技术性外籍劳工的数量,遣返非法移民,通过政策扶持吸引国外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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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 2018 年 10 月,沙特遣返了 600 多名孟加拉籍劳工。① 2019 年 3 月,科威

特立法者呼吁政府在未来五年减少 50%的外籍人口。② 2020 年,疫情和油价下

跌重创了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各国在积极拨款支持私营企业的同时,再次出台旨

在减少外籍劳工人数的短期和长期计划。 科威特政府和议会正在推进一项遣返

36 万外籍劳工的计划,主要针对非法移民劳工、低教育程度和老年外籍人口。
海合会国家历经多次内部社会危机和外部压力后,试图解决无国籍者问题。

科威特于 2010 年专门成立负责无国籍者事务的委员会,制定相关计划,但因认定

标准和国籍申请程序复杂,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无国籍者通过该方式取得国籍。
科威特正尝试采取其他方式来控制无国籍者群体的数量,减少威胁社会稳定的

因素,如允许部分无国籍者申请驾照③、承诺将分批次允许部分无国籍者加入国

籍、提议他们加入其他国家国籍等,但事态进展缓慢,抗议事件频发。④

外籍劳工和无国籍者问题的恶化不仅会扰乱社会稳定与安全,还会影响所

在国的国际声誉。 海合会国家政府缺乏系统治理这两大问题的长远计划,此前

的政策多为短期应对措施,或因国际社会施压而设置相关机构,或因国内局势恶

化而制定相关政策,这些措施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外籍劳工和无国籍者群体

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解决问题需要制定系统性计划和各方协同治理。
第二,推行劳动力本土化政策。 海合会成员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便意识到

外籍人口增长和本地失业人口上升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 这些国家一方面推

行劳动力本土化政策,试图以海湾地区本土劳动力来“置换”外籍劳工,另一方面

通过大力投资教育发展本国人力资本,培养具备良好就业能力的国民。
海合会各成员国推出了各自的本土化政策,具体规定有所差异,但总体目标

和政策方向大体一致,即鼓励和推动本国公民在私营部门就业,逐步减少对外籍

劳动人口的依赖。 阿曼的劳动力本土化政策规定:律师、工程师、财务人员、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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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摄影师等职业只能雇佣本地员工。 有的国家给私营企业下指标,规定企业招

聘时必须保障一定比例的本地员工,如阿联酋规定 50 人规模以上的贸易企业每

年至少雇佣 2%的本地公民。① 沙特政府则计划在医疗、通讯、投资等 11 个行业

推行就业本土化政策。② 海合会国家政府为帮助本地企业应对疫情的冲击,采取

经济纾困措施,为许多中小企业减免税收、水电费等开支,为本地员工提供工作

保障。 巴林政府启动了一项价值达 5. 7 亿美元的项目,为私营部门的 10 万多名

本国员工支付三个月的薪水,③用以缓解疫情造成的冲击。
然而,海合会国家推行的劳动力本土化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2013 年,沙特本

国公民就业人口占比达 43%,2016 年这一数据下降至 39%。④ 劳动力本土化政

策效果不彰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在政府层面,各国的劳动力本土化政策

尽管对具体事务作了详细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忽视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

政府未对违反规定的企业采取强制性或惩罚性措施,许多政策未落地实施。 在

企业层面,海合会国家私营企业的外籍员工占据绝对多数,短期内大幅减少外籍

员工数量将对企业管理和运行构成较大挑战,私营企业无法按照政府硬性规定

强行招入不符合企业需求的本地员工。 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公共部门高薪资、高
福利的职位明显比私营部门职位更具吸引力,强行以本地劳动力替换外籍劳工

反而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许多本地职员较外籍劳工相比,缺少必备的工作技能,
进入私营企业反而可能致使生产率下降。

第三,改善边缘人工作条件。 海合会国家劳动法相对薄弱,雇主在劳动力市

场上占据相对优势,外籍劳工常遭遇工作环境欠佳、薪酬得不到保障等情况,在
更换工作时面临诸多约束。 为维护边缘人群体的稳定进而巩固社会安定,海合

会国家先后出台相关政策,为外籍劳工制定便利度和自由度更高的签证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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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企业给外籍劳工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保证休假时间,规范招聘程序,为受虐

劳工提供法律救济渠道等。 卡塔尔与劳务派遣大国菲律宾共同开发了一项针对

菲籍劳工的教育系统,便于外籍劳工了解如何维权,同时使雇主了解雇员应享受

的基本权利。① 海合会各国通过提供职业培训机会、新增就业岗位和推行劳动力

本土化政策,促进本国失业公民的再就业。 沙特“2030 愿景”提出促进中小型企

业与家庭作坊式企业的发展,出台“国家劳动力通道计划” (TAQAT),为拓展劳

动力市场创造条件,为更多公民参与经济建设提供机会。

在治理边缘人问题方面,海合会国家政府缺乏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对人权活

动和抗议活动过度压制,没有主动寻求建立工会等组织或专门机构将边缘人问

题纳入政府治理的框架。 这导致边缘人群体处于分散无组织的状态,缺乏提出

诉求的政治渠道,遇到问题后常常只能诉诸非理性手段,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当

地公民不愿过多人口分享社会福利,加之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他们对边缘人持

漠视甚至蔑视态度,多起悲剧事件的导火索都是边缘人在工作或生活中受到歧

视和不公待遇。 因此,海合会国家针对边缘人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难以真正得

到落实,治标不治本,缺乏完善的后续跟进机制和相关问责制度,无法实现劳动

者个体、雇主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

边缘人问题是海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的治理政策没有将本地公民诉

求纳入考量范围,也没有为不同社会团体参与治理提供足够空间,因此治理方案

和后续成效有限。 海合会国家实行君主制政体,王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不愿让渡权力以使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方参与治理,这成为边缘人

问题治理的政治制约因素。

五、 结语

边缘人问题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全球化进程使人口

流动成为难以阻挡的趋势,但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常使主流社会缺乏足

够的包容度,因此催生出各类边缘群体。

海合会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口成分复杂且数量庞大的边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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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会国家的边缘人问题及其治理

体,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处于弱势,面临着引发边缘性的社会情境,被
主流社会所排斥,受到现实生存困境的威胁。 究其原因,海合会国家起步较晚但

十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建设导致外来人口激增,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

思想的相对封闭形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割裂,这些边缘人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的

同时也埋下隐患,引发了一系列影响所在国内政外交的难题。
海合会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来治理边缘人问题,但成效不佳,经济多元化程

度不高、私营部门活力不足、本国人力资本发展潜力不够等问题,都是阻碍边缘

人问题治理的重要因素。 当前,海合会成员国政府亟需建立全面系统的治理机

制,注重各边缘群体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和利益诉求,帮助这些团体构建

社会身份,促进各社会群体的良性互动与交流,通过权力让渡和资源整合,建立

科学合理的边缘人问题治理体系。 此外,严格明确的追溯问责制度是政策落地

落实的关键,能够为边缘人问题治理提供坚实基础。 边缘人问题的治理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包容度,海合会国家政府应考虑如何充分调动本地公民和社

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允许非政府力量参与治理,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构建包

容边缘文化并认可其存在价值的社会。 边缘人群体自身也应主动参与治理,“在

同化与反同化的矛盾或两难中寻找平衡和出路” ①,积极探索在保留文化多样性

的前提下实现共生的可能性。 只有将边缘人问题治理纳入科学和人性的双重轨

道,才能推动整个海合会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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